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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背景下历史影视文化样态界说———以“戏说类历史

剧”为例 
朱忠元 

 

- 

     

    摘 要:大众文化背景下以“戏说”为代表的历史影视文化样态具有存在的

合理性,澄清该文化样态的性质,我们可以认为历史影视化的样态应该是具有张

力关系的历史与艺术的有机统一,是艺术化的历史,是历史的心灵化和审美化,

是对历史的“诗性”图解。 

   关键词:历史影视文化样态;历史剧;性质;“诗性”图解 

  

    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使历史作为一种资源被利用的频度明显增加。尽

管历史上历史作为艺术表现内容的事屡见不鲜,然而以大众文化背景下的今天

尤甚。各类长袍马褂的历史剧充斥各种媒体,评书、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

影视剧甚至“戏说”等类型层出不穷,帝王、才子、佳人、忠臣、佞臣、历史

大事件和野史中的趣闻甚至历史小人物均以不同的形式被演绎,一时形成了不

得不重视的局面。本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对历史影视文化样态有关问题提出

的一己之见。这里的历史影视文化样态就是指在大众文化背景之下的、建立在

现代影视技术之上的对历史进行视像化处理的文化形式和文化类型。 

                 

                  一、“戏说”作为大众文化样态存在

的合理性 

     

    视像文化作为大众文化时期的重要文化样态,是大众文化的重要存在方

式。一切社会生活内容都可以进入这种文化形式之中,包括历史。 

    就历史而言,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有其特殊的性质。关于历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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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两种基本的史观,即客观史观和主观史观。客观史观认为存在客观的历史,

相信历史的真实性;而主观史观则认为所有发生的“客观事件”只是一堆历史

原材料,我们所接触的历史全是被叙述过的,任何一种叙述都不是中性的,必然

带有叙述者的主观色彩,甚至受到他所使用的语言结构的控制,表述即扭曲,纯

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根据阐释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

当代史”,“一切历史意识的‘切片’都是当代解释的结果”[1],任何一次阐

释都是对社会生活的无限靠近,但任何一次阐释都不可能恢复生活的原生态,都

不是社会生活本身。这里的“当代”蕴含着“感同身受”、“置身其中”的命

意,意味着主体(历史的书写者)必须置身于历史中,并不能无动于衷,这里的主

观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任何阐释都不是最终的阐释,只是可能的阐释的一种,

是历史书写者主体“置身其中”的一次对历史的发现。故而历史进入视像文化

也只能是历史的当前存在方式,绝不是对历史的复原和重现。事实上任何一次

阐释都不可能完成对历史的终极解释,因此任何一次对历史的阐释都是对历史

的“误读”(本处运用的是该概念在阐释学中的本意)或者“再阐释”。郝茨科

维兹在《文化动力》一书中说:“再阐释标志着文化变迁的所有方面。它是把

原有的旧意义赋予到新的因素上,或是新的价值改变了旧形式的文化意义发生

过程。”可以说历史是在不断的阐释中存在的,历史学家在阐释历史,影视作家

也是在阐释历史,只不过他们阐释的方式和途径不同而已,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这就是赋予历史文化以新的资源价值。因而,对历史的“戏说”可以说是历史

的戏剧化表述和阐释。 

    从传统上来说,中国“贵史轻文”的传统史官文化决定了整个史传文化

轻视文学化表述,但任何历史作为一种过去时态的存在,存在着可供书写和阐释

的空间,这就为历史的文学化表述提供了可能,提供了解释的多种可能性。文化

的理解永远是多样的,历史的理解也是多样的,因此可以说,任何后世书写的历

史都是历史的“误读”。从司马迁开始,这种多样性的“误读”就已经存在

了。司马迁对历史也进行了文学化的加工和必要的难以察觉的虚构。事实上,

所谓的正史实际上已经经过了修史者史识的过滤,也经过了修史时代的意识形

态的浸染,因此所谓的历史已经不是原初时代的历史状况了。为此,从阐释学的

角度讲,对历史的“戏说”也只是历史的误读形态之一,它并不是对历史的解

构,而是对历史的一种艺术化建构,是具有主观性的。西方新历史主义者格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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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特说:“我对自己的研究材料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材料本身的特性,都是

由我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构成。”从历史的角度讲,对历史的诗性书写从《左

传》就已经开始了。《春秋》中“郑伯克段于鄢”寥寥一语,在《春秋左氏

传》中却被敷衍成为几近 500 字的长文,其间所谓的故事形象生动,是否都是历

史事实,恐非全然。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如此写道:“……史家追叙真人

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忖心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

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相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西

方新历史主义者海登·怀特认为,历史著作总是体现出一些文学性的情节(戏剧

的、悲剧的、传奇的、讽刺的),这些情节的秩序与其说基于一种认识立场不如

说基于某种美学和伦理立场。如果从文学史或者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对历

史的艺术化建构从历史演义产生以来就已经开始。历史演义就是历史的心灵

化、审美化,具有“传奇”的因素,因此是具有主观化的历史。从文化史的角度

讲,历史演义是一种充满了历史感和现代感的感性极强的精神意识活动,是一种

体现了当时人们感知方式的审美过程,也是一种精神领会与情智发现的意蕴性

的审美积聚过程。不仅如此,就连历史文本也具有如此特性。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文本作为一种话语样式都涉及三大要素,即素

材、理念和叙述结构,历史叙事总是以一定的理念去解释素材,并总是将这一切

安排在一个语言叙事结构之中。历史叙事的深层动机是以话语叙事的“自然

性”对应性地表述历史事实,让历史事实在话语序列上看起来像就是那么回事,

但历史文本的制造在书写表现之下还由一个本质上是“诗性的”和“语言性

的”深层结构制约,这个深层结构依赖于“想象”和基于词语之秩序并依存于

词语的解释。由此可见,不管是历史还是历史剧,都具有主观性,只不过“诗性

结构”的程度不同而已。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对历史的“戏说”也是类似于

历史演义的历史心灵化和审美化的过程,作为文化样态是无可厚非的,是应该存

在的。 

    笔者认为,“历史剧”不应简单地局限于“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

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确定文献的内涵和制定文献”,依靠作家的知识素养和理性

认识,使历史文献“这样一种无生气的材料”,“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

新鲜感”[2]。历史走向影视这种文化样态是历史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和新的艺

术样式中的重新诠释,正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时人借历史之酒杯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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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市民阶层心中块垒的工具,“戏说”的历史剧也可以成为现代人借以表达

其意识的工具和方式。“‘戏说’就真的一无是处吗?也不尽然吧!从古今的小

说,话本,戏曲,说书,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早就戏说了,凭什么我们这

一代就不能戏说了呢?”[3]人们完全可以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现代的一些文

化观念渗透到历史形式之中,使历史呈现为心灵化和审美化的样态。海登·怀

特指出:“历史的语言构造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构造形式有许多相同的地

方。”这样看来,“戏说”作为历史心灵化、审美化的形式,其存在是必要的也

是可能的,它并没有象有些专家所说的那么多坏处。正如许多普通人是从演

义、传奇中了解历史,但是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坏的影响一样,“戏说”也不会彻

底消解历史的本真性存在,关键的是“戏说”的历史剧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

们心灵的要求、人们的期望和理想。《水浒传》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

市民阶层的不满和世俗理想(“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的快活日子)而

大受市民阶层的欢迎,被称为“市民阶层的史诗”。而在最近出现的历史剧中,

反贪(《天下粮仓》)、打假(《康熙微服私访记》)等一些民众关心的话题就已

经进入戏剧中,而且编剧和演员对这一情况进行了自己的思考,通过历史的视角

和模式对现实进行讽刺和阐释,使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借鉴和教训,已经收到了很

好的社会效果。而且,在历史上,为了表达人们的理想和要求,违背史实进行大

胆的虚构的戏剧是很多的,如明代叶祖宪《易水寒》写荆轲入秦,竟获成功;清

代张大复的《如是观》一剧,就写岳飞打败金兀术,迎接回徽钦二帝,并处死了

秦桧和王氏;夏伦的《南阳乐》也写诸葛亮灭魏、吴而统一天下。以上三剧均

颠倒千古恨事,以快人心,不知指责“戏说”剧违背历史事实的专家对此有何高

见。可见,历史上人们已经开始“戏说”历史了。笔者认为,历史剧的现代意义

不再是对历史的关注与再现,而是对历史风云中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寻历史本

事只是手段,察兴寄之情才是目的。基于这一前提,“戏说”历史是具有可行性

的,关键是怎样来认识其性质,而许多专家在分析“戏说”剧时回避了其“历史

剧”的性质。 

    当然,那种不着边际的“误读”也应该警惕,尤其它对“固有文化”的

消解作用应该警惕。这就要求“历史剧”和“戏说”的作者确立正确的立场,

无论是对历史真实的图解还是对历史的“戏说”都须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宣扬

先进文化,宣扬先进的社会理念,而不是搅浑历史的一泓清水使沉渣泛起,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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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视听。为此,以历史为资源、材料,表现现代人对历史的评价、认识,传

播人生和社会理想,褒扬优秀人格,对现代社会也是不无益处的。比如包公

(《包青天》)等宣扬封建士大夫勤政怜民、清正廉明、以民为本、刚直不阿、

不畏权贵等人格,除却了一些所谓的“愚忠”之外,堪为现代人尤其是官僚们

(人民的公朴?)效尤。这样的人格,加以形象化的“戏说”,也未尝不可。 

  

                          二、关于“历史

剧”性质的澄清 

     

    从学理上说,我们认为历史剧(包括“戏说”的历史剧)应具备这样的特

质:应该是独特而深邃的历史思考和充溢而热切的诗情的融合。一方面,要站在

当代意识的制高点上通过对过去社会与人生的透视,使人发现那些于今仍然有

用,带有普遍规律性的变中不变的事物的本质从而将历史和现实沟通;另一方

面,要追求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并以此为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环境,塑造栩

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揭示人性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较

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的完美融合”[4]。这就是说,只要剧作者站在现代民主政治和时代、人民的立

场上,将历史纳入文化批判机制中并加以人性的和审美的把握,将历史人物放置

在具有真实性的历史环境中(即使这一环境并不是历史的原貌,而是基于一定的

剧情需求而假定的基本符合历史状况的艺术真实),表现出历史人物在历史境遇

中的艰难的人格、道德和行为的选择,反映出人在历史洪流面前的无奈的选择,

反映出历史人物的真实心态和情感,反映出人性在历史境况中的复杂性、丰富

性,就会对现代人生和社会产生借鉴和启示作用。这样,历史剧不管是表现历史

时代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还是历史波澜中的微小人生境况,都是显示了作者作

为现代人应有的文化超越精神和审美创造力的。仅仅就这一点,就足以肯定历

史剧的功绩。如果历史剧的作者能适当在历史剧中融进一定的现代意识,用具

有现代积极意义的思想去激活和发掘民族历史中的优质资源,激活那富有原创

性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历史深层的精神内核,就可以使历史精神借助现代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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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媒和大众文化通俗并易于接受的形式走向民间,形成力量。当然在这一过

程中,建立在现代观念基础上的历史剧要以人道、人性为基点对古代历史学家

的权力观(“天子”人臣,三纲五常等)和由此而带来的义利观(比如忠君而不忠

实真理、不忠实民众)进行“现代转换”,不仅要忠实历史的逻辑,更要符合现

代社会现实的文化要求。这一点对于历史学家所谓的真正的历史来说,也是这

样。客观地说,每一个时代的历史都是当时意识形态的历史。历代封建王朝立

国之初都大规模修史的意图之一恐怕就是为了历史符合它的意识形态,从而为

自己的统治寻找历史根据。 

     所以笔者认为,“历史剧”的本质是游戏而非历史[5]。“历史剧”

呈现的是“伪历史”亦即“虚拟历史”。它的本质是“游戏”,即不以正史为

本,而是通过“志怪”、“搜神”、“传奇”、“评话”以及“演义”等形式

将历史心灵化和审美化。这是一定文化时代对历史资源的现实开发手段。比如

在宋元都市文化兴盛的时代,讲史成了历史资源进入现实社会的重要方式,成为

当时文人学士介入社会、表达对人生认识的重要方式。借历史旧事,行讽谏之

实,实际上是“以史为鉴”的另类表达。为此,历史被心灵化了,就连杜牧的咏

史诗也假设历史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这从一

定角度来说可以看作是对历史的“戏说”。 

    “历史剧”的基础是娱乐而不是教育[5]。从历史上来看,优孟衣冠式

的戏剧、戏曲起源于娱乐,尽管中国古代的戏剧有“以史鉴今”的传统,但这种

历史只能是在满足娱乐性的基础上存在的。站在小说的肩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

历史戏曲实际上是全方位满足平民大众娱乐消费的产物。在大众文化时代这一

点更是毋庸置疑的。对此“首先要改变根本不具普适性的‘历史真实’与‘艺

术真实’、‘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之类学究式对位辨析的思路”[3],将

历史剧和历史事实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历史剧作家不承担传播历史的职责,而

只肩负历史境遇下的人性展现的职责,而且在展现历史发展的时候,不能像历史

学家那样,它必须通过具体生动的故事,通过具体的人物在历史境遇下的活动来

展现历史的发展轨迹,从而,传达剧作家对历史的感悟和对历史中沉浮的人性的

思考。历史小说《孙武》(韩静霆)、《孔子》《老子》《炎黄》(杨书案)等在

缺乏史料的情况下对历史的书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作者要将自己对文化和

人物在历史文化空间中的感悟和认识进行诗性的传达,要使历史剧作具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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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要让人们在解读的时候忘却对历史真实的追索而追求蕴含在艺术作品中

的艺术含量。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具有个性化的诗、史结合或曰融史于诗的审美

转换和创造。这一点也给历史剧以及历史影视化文化样态(包括“戏说”)以很

大的启示。当然,历史剧毕竟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带着脚镣的跳

舞”,与其他的文艺类型相较,对作者才气的显露也是相对的,不能任意图解历

史。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历史剧(包括“戏说”历史剧)偏颇之处就在于作者不

是追求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而是在不断地挖掘历史上的许多阴暗面(比如

《武则天》里展现其淫荡等)、污秽面来对历史及其历史人物进行迎合大众趣

味的图解,这说明一些剧作家对历史的偏执和生造,意在博取大众低俗的认同,

没有解决好历史人物的历史定位,没有能够意识到历史的审美化应该着重是对

复杂斗争与历史情境下人物心灵史的描绘,而不是对行为史的纪实和复原。所

以历史剧更为重要的追求是审美性,也就是建立在历史基点上审美而不是审美

基点上的历史,即是娱乐而不是教育,尤其不是历史教科书式的教育。 

    “历史剧”的价值是审美而非实用[5]。不可否认,“历史剧”具有间

接的社会改造功能,但作为戏剧,恢复到历史的本身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另外历

史本身是缺乏审美性的,如果按照写实的要求,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恢复历史的

本真状态,因此对历史进行必要的虚构和补充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唯有进行必要

的补充,历史才能增强现实感,才能具有戏剧性,才能为一般的人们(不是专门的

历史学家)所接受。最近一段时间产生的历史小说可成为历史剧的借鉴,比如二

月河“清代帝王系列”以及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旷代逸才———

杨度》等,都是在历史性和文学性的结合上做得很成功的。其成功之处就是在

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变时,不忘表现人的生存及其精神心理状况,不忘

将历史转化为活生生的心史和情史。伟大的艺术应该是对历史复杂斗争与文化

和谐的极为敏感的记录。历史剧的主要目的不应是追求历史本相,而是以历史

为基础构成艺术,并在艺术中进行人类生存价值、生命哲学层面的体悟和探索,

让人从中领悟历史的真谛,体验漂浮在历史长河中的人生的多变性、限定性,认

识历史文化的丰富性。既然是艺术就不能偏离塑造人物及追求戏剧自我美学规

范的基点。因而,历史剧并不肩负历史教科书一样的教育和认识历史真实的使

命,其主要的功能应该是审美的。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艺术对历史的最大功

能就是使它接近一个时代的灵魂,从而使它触及情感的源泉。”历史剧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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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亦然。如忽视这一点,人们就不会面对历史剧,而是选择历史博物馆了。

    当然历史剧的魅力既不在历史也不在艺术,而是历史和艺术的结合,是

建立在历史与审美间的张力之美。“在这种历史和文学整合的‘力场’中,让

那些伸展的自由个性、成形的自我意识、升化的人格精神在被压制的历史事件

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并在社会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中诉说他们自己的活动史

和心灵史”[6],才是历史剧的任务。另外,“历史剧无论怎样严肃也是艺术,不

是史书,其首要的价值和功用是审美的、娱乐的,不是认识的或教育的。但这只

是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是:这种艺术不同于杂技、魔术、马戏之类的‘游

戏’艺术,也有别于京剧《三岔口》之类的只以技艺高超取悦观众的戏曲艺

术”[7]。因此对任何历史的“戏说”都是有限度的,前提是不能违背历史剧的

历史和艺术的二重性。影视化的历史剧只是历史剧的存在形态之一,因此作为

历史的影视文化存在形态,它也应该具备以上论及的特质,应该是对历史的“诗

性”图解。应该说,“历史剧”的这种平民化的知识取向对于解构文史哲各学

科的精英主义倾向,在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之外去发掘历史和文化真相,具有示

范意义,也具有普及意义。 

  

                        三、历史影像化的意义

     

    在大众文化时代,通过历史的视像化及历史影视化方式消费历史资源,

已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对历史的一种读解方式,通过影像化的

方式解读历史,可以实现历史内容的历时性与形式的共时性之间的张力之美,从

而增加历史和观众之间的沟通,包括历史认识和历史图文的沟通,消解历史与现

实之间的距离,实现认识的跨时代、跨时空理解与沟通,使普通人在电子传媒为

人们设计的全新的前所未有的审美接受场中,实现对历史的现实理解和接受,可

以说这是历史的电子符号化,这和历史文献的数字化不同,是对历史的形象化表

述,不过无论是对历史的“戏说”还是“历史剧”,只要是历史的戏剧化或者文

学化,都是区别于历史的,毕竟文学艺术的真实主要指的是艺术的真实,不是历

史的重现。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历史的影像化存在样态(“历史剧”)具有历史性和艺术性的特征,其审

美特性取决于历史性与艺术性结合的张力程度,其张力越大审美性就越高。许

多学者认为历史的艺术化会使历史失去真实性,从而混淆视听。但历史如果不

进行必要的甚至较大的艺术化,对一般人来说就像一具干尸,虽然具有久远的历

史文化价值,但由于其面目可恶,没有审美价值,往往连一点文化历史价值都不

能发挥出来。在大众文化时代,历史借助影视这种大众文化形式走向民间,走向

普通人的视野,实现历史与现代人的超越时空的立体化双向交流,实际上也是历

史的一条出路。新闻性和文学性结合而产生的报告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就足

以证明历史性和艺术性结合也是大有作为的。因此对“戏说”类历史剧的研究

可比照报告文学和历史小说进行。既然新闻可以文学化,历史可以小说化(艺术

化),那么历史也可以图像化。而历史的图像化可以打破历史叙事的简约性所带

来的历史本真状态的抽象性,实现基于图像基础上的最大程度的历史复活和重

现,以形象化的方式让常人知道一点历史或者逼近历史的真实,以形象化的方式

让人们感受历史、感受历史生活,从而从历史中获得有关人生的历史认识。 

    任何历史的书写都是面向未来、应该给人类的未来和未来的人生提供

借鉴意义,也就是所谓的“鉴古知今”的。影像化的历史也是一种“当代史”,

在大众文化时代也许是人们感受“历史情境”的形式。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

式,在当今精英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大众文化并存的文化格局中并不占

主导地位,尽管大众文化在当前的社会中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它毕竟不是我

们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以过分担心“戏说化”的历史剧会影响人们的历史

观是精英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因此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与精

英文化的当务之急是建构主导性的历史观,而不是对大众文化时代的历史影视

文化样态进行竭力“围剿”。 

    笔者认为,符合前述特质的历史剧,尤其是电视剧,应该是人们认识审美

化、心灵化历史的重要方式。在当代如果运用得当的话,这类文本必将为形成

时代文化精神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意义的实现是建立在它对历史精神正确

图解和有价值的图解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在对历史糟粕的无限渲染之中。因此

在大众文化时代,如何实现历史精神同大众媒体的深度结合,是历史剧作者和大

众媒体的共同任务。这一点,刘起林先生关于历史小说努力方向的论述对历史

剧、历史性影视剧有着借鉴意义。他说:“这种努力以丰满的既成历史氛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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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感觉为目标来开辟价值新指向,与历史小说惯常创作思路的连接颇为顺畅

自然,与借用西方精神哲学资源相比也更具有本源性特征,不仅为作品所表现的

具体历史提供新的思考,而且以其思想家的深度和气象发展下去,有可能为民族

的整个精神文化提供崭新的精神思路和价值元素,使时代精神文化的本质内涵

得到丰富和发展。也许,这才是历史小说最具潜能和发展前景的突破口。”[8]

笔者认为这也是历史剧以及一切历史影视文化样态的最具潜能和发展前景的突

破口,也是历史影视文化样态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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